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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老龄化的加剧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 2018—2022 年) 》把“大力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作为补齐民生短板、实现新阶段社会高质量发展、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环节。本文以“增能”理论为视角，基于农村养老需求，描述和分析了 X 县水村

和清村养老服务改革的实践，并从水村案例中总结出“共振式增能”的新型共同体构建模式，从而为农

村养老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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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我国正处于社会老龄化日益加深时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口达 2. 64 亿，占总人口的 18. 70%。与城市相比，农村老龄化问题更为明显。根据《中国人口和就
业统计年鉴》，农村和城市 60 岁以上人口比例的差距持续扩大，从 2010 年的相差 3. 3 个百分点，扩
大为 2018 年的 4. 4 个百分点。当前，我国农村以自我养老与家庭养老为主，但城镇化过程中的大
量人口转移，使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农村社会原子化与过疏化［1 － 2］、农村家庭养老功能
弱化［3 － 4］、农村家庭伦理变化［5］274。这些新变化对农村养老服务建设产生了冲击。而当前养老服
务存在明显的“城乡倒置”问题，与城市相比，农村养老服务存在机构养老功能单一、互助养老缺乏
培育［6］、社会养老组织不发达等短板。由此可见，农村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和养老建设的短板给我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已经影响到农村稳定和现代化进程。鉴于此，《国家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把“大力推进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作为补齐民生短板，实现高质量发
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环节，为建设农村养老服务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同时完善农村养老服
务也有助于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2 月，本课题组前往 X 县进行田野调查。调查发现，X 县水村和清村
几乎同时开展了“互助式养老服务”改革，但两村改革的实践效果大相径庭，清村“集中式”互助模
式陷于消亡、再重组的境地，水村“共同体”互助模式却日渐繁荣。农村何以构建“互助养老服务”?

其构建的逻辑是什么?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研究以 X 县的水村和清村为个案，以“增能”为理论
视角，以探讨养老共同体何以构建为目标，通过对两村养老服务规划、建设与改革实践过程的描述，

分析互助养老服务的核心要素与生成机制，试图探索农村养老共同体构建路径，以期在乡村振兴战
略背景下为更广阔的农村养老服务发展提供借鉴。

(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拓展个案法”［7］的质性研究方法———将农村养老的微观互动与宏观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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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条件、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等联系起来，一方面对具体过程和事件进行详细描述，另一方面提炼
中层概念与框架，将微观的、局部的个案拓展为机理性解释。调研于 2020 年 8 月开始，全面收集了
X 县的自然环境、人口结构、居住分布、县乡村养老服务建设等资料，于当年 11 月至 12 月进行了两
次实地调查，并于 2021 年 2 月进行了两次案例回访。在当地县民政局与村委的帮助下，课题组围
绕“本村如何养老”与被访谈者展开自由谈话，目的是探讨养老服务建设过程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并努力发现同一特征、现象在各村养老中的不同存在形式 ［8］207。课题组在获得五个村落养老服务
信息的基础上，采用“求异法”进行案例比较分析，选择水村和清村这两个案例进行深度剖析。在
两村深度访谈了村庄关键知情人———村委、敬老院院长和村内老人共 13 人( 表 1 ) ，发现两村养老
服务资源较为充足、投入较大，但两村老人对养老的评价差异较大。

表 1 养老调查对象及其对于养老评价的关键词

编号 调查对象 年龄 对于养老评价的关键词

O1 X 县民政局局长 54 制度、普惠、兜底

A1 清村村委 58 标准化、规范、指标

A2 水村村委 32 家、志愿者、服务

B1 水村安置点管理员 36 退休、来帮忙

B2 Q 镇敬老院院长 28 购买服务、院长负责制

C1 入住水村安置点的老人 53 家、种地、做饭

C2 入住水村安置点的老人 67 摘豆子、玩一玩

C3 入住水村安置点的老人 68 好玩、打牌

C4 入住清村敬老院的老人 79 不得不住、吃得差

C5 入住清村敬老院的老人 89 疯人院、不愿住

C6 入住清村敬老院的老人 78 离家远、不愿搬迁

C7 入住清村敬老院的老人 97 无聊、等死、不得不住

C8 入住清村敬老院的老人 68 谁都不认识、不愿搬迁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互助性养老”是指社区成员间通过相互提供照料、精神慰藉等方式以解决养老问题的模式，

其表现形式在微观层次是个体的互助行为，在中观层次是互助网络和互助组织，而在宏观层次是互
助“共同体”建设。学界一般采用管理学的组织视角或公共政策视角来研究“互助性养老”，而本研
究着眼于互助主体之间的关系互动，基于“共同体”与“增能”的理论视角，结合国内外“养老共同
体”建设加以分析，最后得出建设“共同体”的理想架构。

( 一) 理论视角
1. 共同体理论

在社会学中，“共同体”是社会团结的一种理想形态。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在自然基础上形成
的一种持久关系［9］87 － 90，是本质意识所支配的自然联结状态; 韦伯认为共同体的成员能够主观感受
到自己与他人的共同属性，并以此为基础拓展“互为取向”的感觉与举止，由此生成共同体［10］71 － 77 ;

涂尔干所珍视的法团主义是有机团结的共同体: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都能够自臻其境，

都有自己的人格［11］91。其他学者认为共同体还具备情感属性: 它是情感性“社会统一体”，是赋予

共同体成员“身份感”的集合［12］15。综上所述，本文将“共同体”定义为: 共同体是一种理想的社会
团结类型，它是自然属性、成员个性与情感归属三者有机结合的产物; 处于共同体的个体既在自然
和情感上归属于共同体，又在行动上具备独立性。随着地域界限的模糊以及大城市的兴起，“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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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意涵被重写: 共同体需要发挥更强的凝聚、吸纳和整合功能，以应对新的风险与危机。
“共同体”的生成是一个渐进过程，需要经历互助组织、互助服务 /保障 /参与、互助合作、互

助经济和社会文化传承等过程［13］。为建立农村共同体，学界先后提出了制度建设、经济建设和
公共服务建设的路径，其方式分别是完善基层管理制度与机制［14］; 实现基层政权的职能转变，加
强对基层政权的监督力度［15］; 加速农村集体经济与“合作化”进程，完善需求导向的公共服务建
设［16］。这些路径虽为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一些保障，在实践中也有不少资本投入农村共同体建设
之中，但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共同体活力的增加，相反的是农村空心化与下乡资本浪费。究其
根源，既有路径并没有深刻考虑到人与共同体的相生关系，而是把人看作监管、服务的对象，抑
或是谋求私利的结合体，缺乏对于共同体运转的内在机理挖掘。由此可见，农村共同体的构建
过程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制度或服务建设过程，还需要通过专业智慧激发个体的自发性与行动
力，让个体意识到参与的重要性并逐步具备参与的能力和素养，让个体积极投身于与自身休戚
相关的共同体建设之中。

2. 增能理论

1976 年，所罗门( Solomon) 最先创立了“增能”( Empowerment) 概念: “针对案主采取的一系列
干预的过程，旨在减少‘被污名’的群体成员因负面评价而形成的无力感，它涉及辨识导致这一现
象的权力障碍，旨在发展和实施那些减少直接和间接权力障碍的特定策略”。其内涵是“强调人类
精神的内在智慧，强调即便是被社会所抛弃的人，都具有内在转变的能力”———将风险因素转化为
保护性或再生性因素［17］20———面对伤害、损伤、压力等挑战，利用主体优势及内外资源，将受助者的
希望、梦想、远景等目标，转化为锚定、选择、聚焦等行动。增能的应用模式包括三类:“个人主动模
式”，即提升个体或群体的资源获取能力及内在效应感［18］;“外力推动模式”，即通过“倡导”方式变
革客观环境( 如自然环境) 与主观环境( 如制度与文化环境) ，为个体或群体争取最大福利，此模式
更关注增能的过程与机制，以及针对不同目标群体增能的差异过程［19］; “社群模式”，即把增能与
“人在环境中”相互融合，采用构建、叙述和自我指导性小组等方法，促成“主体性”观念，“人们可以
成为自身环境的共同建构者”［20］1 － 9，让个体能够意识到自己具有能力融入共同体，并通过共同体
来影响或解决问题。

增能理论与社会转型、公共政策等宏观背景关联密切，如增能理论在美国经历了从“大工业时
代的标准化导向”到“精神分析与存在主义色彩”再到“情境导向与需求导向”的转型。在 1980 年
代美国的社会转型与公共政策变迁背景下，美国社会迎来“增能取向”时代，增能理论逐步加深了
与社会资源分配、社会阶层结构、社会公平与正义等重要议题的勾连，各种以弱势族群与阶层为对
象的研究与政策层出不穷。张时飞、陈树强等将增能理论系统地引入中国［21 － 22］。近年来，增能作
为一个时髦视角，被广泛应用于弱势群体研究中，如基于增能视角研究残疾群体［23］、流动人口［24］、
失独家庭［25］、农村贫困群体［26］等。但由于受传统社会关系结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福利体制与社
会工作者知识储备等多方面限制［27］，增能理论并没有作为一种实际方法应用于实践，增能研究始
终停留在“去社会化”的概念层面，学界也缺乏对增能概念的本土化诠释。

3. 共同体与增能理论的关系

由共同体的界定和增能理论可以看出，两者构成了深层次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增能理论为构
建共同体提供了专业方法和手段。在自然机制上，增能强调以优势资源来调动主体积极性; 在成员
个性机制上，增能理论强调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挖掘受助者的潜能; 在情感机制上，增能理论强
调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三种机制的深层耦合是建设共同体的专业方法。另一方面，共同体的发展
形态也促使增能理论朝着更加符合实际的方向发展。因此，两者的内在互动和深层共鸣，构成了共
同体生成的核心线索。但目前国内外增能理论多运用于个案与社区研究，在链接微观互动、中观组
织和宏观互助网络的“共同体”实践方面鲜少涉猎。

( 二) 养老共同体的国内外实践
近年来，国内一些农村在实践中探索了不同形式的互助养老服务，山西、黑龙江等地通过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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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间养老资本的扶持力度，建设本地养老共同体; 湖北、四川等地动员本地村民，建立自治型的互
助关系; 北京、浙江等地建立养老互助服务志愿者队［28］。但总体而言，农村的互助服务还处于建设
互助关系和组织的中观层次阶段，大多数农村仍采取“院舍化”的集中服务以实现对于弱势群体的
兜底，在形式上以幸福大院、敬老餐等“外力推动模式”为主，在手段上缺乏必要的“增能”方法。这
不仅没有形成有效的互助形式，服务的普惠性不高、建设成本偏高，还极易造成环境对老人的压迫，

导致老人的无力感、隔离感和低效能感。
相较于国内，西方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较早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养老服务建设从单一的养老保

险制度阶段，转型为多元的养老服务阶段，同时，如何发挥老年人的价值也成为这些国家所关注的
重点。各国在此基础上，自发形成了多种形式的互助养老共同体，如德国“多代居”发挥了自愿组
织、家庭代际等在养老服务中的功能，让拥有行动能力的老人自愿结组，形成了多中心互助养老格
局; 美国“村庄模式”发挥了公民和社会在志愿行动、自愿结社等方面的行动力，形成了自下而上的
“会员制”共同体［29］; 英国“社区照顾”结合了家庭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让老人在社区内积极参与
养老服务建设，形成了邻里互助网络［30］。

国外养老共同体实践为我国解决养老难题提供了借鉴。一是调动老年人积极应对生活的信念
感与行动力，让他们在自己的社区中自发地形成一套适合本土的养老模式; 二是这些自发形成的养
老模式具有灵活性、可调整性和相互之间的组合性; 三是要充分考虑到“院舍化”所带来的社会隔
离、官僚主义、非人道等弊端; 四是充分调动既有的社会资源，降低养老社会成本，提高养老服务的
效率与满意度。

与国外相比，中国还未真正构建起本土互助养老模式，其原因有三。一是客观条件限制。
农村较弱的经济条件制约了互助养老服务建设，因此互助养老主要分布于村级集体经济较好、
村级组织能力较强、老年人口较多且居住较为集中的行政村，难以拓展到交通不便、老年人居住
分散的自然村及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的行政村［31］。二是社会支持关系较弱。非正式支持被证明
是提升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32］，但随着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多，留守老人的生活照
料缺乏社会支持［33］，而村委常作为唯一的建设者，不仅不能提供除了生活照料以外的其他照料，

还要承担高安全风险［34］与高运行成本［35］。三是忽视了老年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各地多采用以
个体干预、家庭干预为主，以社区医疗干预为辅的模式［36］，干预对象多是有心理或躯体障碍的群
体，侧重于医学与心理学视角［37］，相对缺乏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动员、社会整合与团结等激发老
年人自发性的社会视角。

( 三) 研究框架: 增能视角下的共同体构建

图 1 增能视角下的共同体构建框架

基于增能视角及其在国内外实践中的应
用，本研究根据研究问题建立起理想的框架性
解释( 图 1) 。根据个体网络状态与共同体活力
的不同，将共同体增能分为三类: 一是基于自然
属性的增能( 从 A1到 A2 ) ，个体基于空间、身份
等共有资源，形成相对零散的互助关系; 二是基
于个体自由度的增能( 从 B1到 B2 ) ，分散互助关
系向集中互助组织转型; 三是基于情感机制的
增能( 从 C1到 C2 ) ，个体的社会网络被激活，由
此生成强自发性与持续性的共同体状态。共同
体转型的外部环境包括国家经济与制度建设
( F1 ) 、公共服务建设( F2 ) 以及专业嵌入( F3 ) 。理想化的共同体构建实践是在国家经济与制度建设
的背景下，基层主体推进本地公共服务建设，并借助专业力量激发社区内部自发性，实现从互助关
系到互助组织再到共同体的过渡。此框架的有效性还有待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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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村和清村解决养老问题的实践

( 一) 两村构建养老共同体的背景与需求
水村与清村所在的 X 县两年前刚“脱贫摘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茶叶和药材种植是全县支

柱产业。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加快推进，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X 县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程度偏高，

如水村全村常住人口 498 人，其中 60 岁以上的 197 人( 包括失能老人和五保老人 38 人，大病老人
18 人) ，占 39. 5% ; 清村常住人口 477 人，其中 60 岁以上的 190 人( 包括失能老人和五保老人 29
人，大病老人 28 人) ，占比高达 39. 8%。两村除少部分老人享受兜底政策( 如特困供养对象、五保

户) 以外，大部分老人养老依靠土地收入和家庭照顾。
通过对两村的调查发现，不同身体状态的老人对服务的需求强度有所差异( 表 2) 。失能老人

更需要日常照料，如洗衣、做饭、喂饭、翻身等; 半失能老人更需要经济补给，如政府补助、村委补贴、
红十字会不定期服务等; 自理老人更需要情感照料，如唠嗑。但由于受到集体经济状况较差的限
制，这些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而且两村交通闭塞、医疗条件差，这就意味着两村缺乏招商引资的条
件，不可能在短期以“产业化”方式实现普惠养老，因此激发村落内生动力成为唯一的选择。

表 2 两村老人的需求类型及其强度

日常照料 经济补给 情感照料

失能老人 较强 一般 一般

半失能老人 一般 较强 一般

自理老人 较弱 一般 较强

自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X 县有关部门加快养老服务改革，支持乡村兴办互助性养老服务，
X 县各村出现多种互助形式。课题组发现，水村自建的一所非正式的“养老院”与众不同———这里

既没有围墙，也没有刺鼻气味，老人在劳作和集体活动中形成了和谐、融洽的互助关系。为什么在
同一县的各村落中，仅有水村形成了“共同体”特征的互助养老? 水村的互助养老机制何以运转?

为解答这些疑惑，课题组以经济条件相似、老人比例相当的清村养老服务进行对照分析。
( 二) 清村构建养老共同体的路径与效果
1.“异地养老”与“院舍化养老”
“异地养老”和“院舍化养老”是清村养老改革的特征。清村没有敬老院，村落空心化加上村民

居住分散，常有老人在家生病离世几十天，却无人知晓。清村支部书记通过调查，划定了 20 户特困

供养对象，按照他们的身体情况“分配”到外地的敬老院( 访谈 A1 ) 。这些敬老院既包括专业服务
能力较强的县级特困供养服务中心，也包括邻近的 Q 镇敬老院，清村的失能老年人不得不长期“异
地养老”。Q 镇敬老院仅有一名护理员，这名护理员“身兼多职”———既要打扫卫生，又要做饭，还
要盯着老人“别走丢”( 访谈 B2) ，很难提供除了日常照料以外的其他服务。Q 镇敬老院常被村民

称为“疯人院”“臭味院”，其刺鼻的气味和挣扎的叫声给村民带来不好的印象，“疯人院”经常成为
本村居民茶余饭后的话题。

2.“有供给无需求，有需求无供给”
Q 镇敬老院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供不应求”或“供大于求”，而是“供需不匹配”。

该院主要接收周边的失能、失智老人，其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但利用率常年偏低。Q 镇敬老院的 20
个服务床位利用率仅有五分之一，其监控室、医疗设备与护理床位的利用率也偏低，即便老人生病
了，现有设施和服务并不能满足治疗需求。敬老院也常会另花“大价钱”聘请专门护工，但常是花

了大价钱，入住老人却“不太满意”( 访谈 B2) 。在清村需要照顾的 20 多位失能老人之中，很多并
“不愿意住”( 访谈 C5) ，部分老人由于缺乏家庭照料条件而“不得不住”( 访谈 C4、C7) ，还有部分老
人想住却不符合条件( 访谈 B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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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本乡养老”到“异地养老”
为解决“供需不匹配”问题，X 县民政部门进行了养老服务改革。第一种模式是服务打包或居

家养老，即通过公建民营方式，将部分服务外包给私营企业; 或以机构为依托，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网
络。但这两种方法均由于缺乏资金而被暂时搁置。因此，Q 镇敬老院更可能归于第二种改革模式:

养老资源重组———“一波被淘汰( 被撤) 、一波做强( 养老服务中心) 、一波打下手( 被合并) ”。全县
共有八九家敬老院与 Q 镇敬老院相似( 访谈 A1、A2) ，它们都面临被撤、被并的境地。清村的老人
不得不再次“异地养老”，对此，老人们的顾虑是“离家更远”“谁都不认识”“不舍得”( 访谈 C6、
C8) 。合并的“院舍式”养老虽在专业服务与人才等方面优于乡镇敬老院，但在精神照顾、生活赋权
等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

( 三) 水村构建养老共同体的路径与效果
1. 第一次改革———从“补助钱财”到“购买服务”
水村没有敬老院，家庭照料与政府补助是本村五保老人的主要养老方式。与清村一样，水村向

外交通闭塞、居住分散，水村的老人也常因为照料不足、医疗和交通条件差而悲惨离世。32 岁的福
起退伍后来到水村村委工作，2017 年被推选为水村村支书。福起上任后，首先面对的就是水村留
守老人的养老难题。虽然上级政府每年会给具备补助条件的老年人发一笔补助金，但这笔钱经常
“不见踪影”。其原因是: 一方面，老年人不舍得花钱，而将钱留给子代; 另一方面，没有子女的老人
常依靠亲属领取和使用补助金，而有些亲戚只顾老人“有衣有饭”，甚至把老人视为“摇钱树”( 访谈
A1) 。针对此问题，福起召开了几次会议，决定将补助金用于购买服务，委派专业服务人员以 20 ～
30 元 /人 /次的标准，为受助老年人提供居家服务。这些服务不论是质量上，还是频次上，都远高于
以往的“分散式补助供养”，但很多村民并不“买账”。有些村民认为村委贪污了这笔钱，有些村民
甚至偷着“变现”，还有村民以“不满意改革”为由到镇政府上访( 访谈 A1、B1 ) 。福起常为此事感
到苦恼，第一次改革无果而终。

2. 第二次改革———从“分散养老”到“集中养老”
长期以来，水村的补助成了竞争性的“稀缺资源”，而分散养老让老人们长期处于隔绝状态，老

人经常因为谁拿到补助而“红眼”。2018 年，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进入水村，福起觉得这是改革良机，

可以借此把政府的“补助钱财”真正转化为老人的需求。福起认为以分散方式购买居家服务并不
能满足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生活需要，于是他考虑将各种资源整合起来。他召集村委和村民代表总
计 27 人，开了大大小小十几场会议。最终，选择了一处总共占地面积 1 450 平方米的废弃办公点
和一所学校作为“异地扶贫安置点”，为 41 户 53 人提供了免费的住宿和水电，其中九成是老年人
和残疾人。安置点建设如火如荼，很多老人前来观望并称赞村委的工作。但不久，改革又遭遇瓶
颈———失能老人抗拒搬迁，他们宁愿“等死”也不愿来安置点( 访谈 C2、C3) ，部分村民常用“疯人
院”“病人所”等言辞形容安置点( 访谈 C2) ，而安置点内的老人们精神状态差( 访谈 C1) ，刚入住的
老人常发生口角与纠纷( 访谈 B1) 。对此，福起很发愁，本是好心，结果却更糟: “当时说村委贪污
的、说监狱的、说疯人院的，什么都有”( 访谈 A2) 。可见，虽然安置点“强行”把老人聚集在一起，但
并没有产生互助养老的效果。

3. 第三次改革———从“机械整合”到“有机整合”
2018 年 12 月，中国红十字会的“爱家项目”给水村解决养老问题带来了生机。水村得到了中

国红十字总会事业发展中心的结对帮扶机会，在其帮助下，水村成立了本村第一家红十字服务站。
服务站聘请了专业社会工作者，为安置点老人做了需求评估。评估发现，老人更需要心理服务和医
养知识，并且受该村原有的分散居住特点的影响，很多入住安置点的老人相互不认识，存在交流障
碍。于是，红十字会、村委与社会工作者联合组织了大大小小 10 场相关活动( 如联欢晚会、集体参
观活动等) ，帮助老人之间建立了初步关系。集中居住后，村委为部分有需要的老人购买了专业服
务，这相比于以前的“分散照料”明显降低了服务成本，同时集中照料的方式也更易被老人所接受。
福起挂职志愿服务队队长，并鼓励村民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两年内，水村养老志愿服务队不断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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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个人。福起在志愿服务过程中与老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安置点
的老人经常称呼他为“小福星”，他们说自己通过这些活动，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不只有安置点内的
老人，还有很多本村志愿者( 访谈 B1) 。在志愿服务中，福起发现一些老人尚有部分劳动能力，于是
向上级部门申请，为老人们在安置点附近划拨了一块耕种田，老人可以在此种植茶叶、蔬菜等，土地
的全部产出归老人所有。水村的老人们在安置点周边自发举办了小集市，在互相交换的过程中彼
此相识。在公共参与和实践中，水村安置点的老人从原来的“机械团结”过渡为“有机团结”。

4. 改革成效———“外部输入”到“自主运转”
现在，安置点不再被称为“疯人院”，村民通过参与活动更加理解和配合村委工作。他们认

为安置点是个“好玩的地方”( 访谈 C3 ) ，还有村民主动申请入住，希望“常来玩一玩”。2019 年，

水村被评为本地“示范性养老服务中心”。令福起欣慰的是，安置点不再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便可
自行运转。大家的日子变“活”了———老人们自发建立起兴趣小组，经常一起打牌、种菜、采茶，

还经常搬小板凳出来唠家常。安置点还形成了“互助”文化，“相互接济过日子”( 访谈 B1 ) ，即
年轻老人帮助年长老人种茶、洗衣，年长老人帮年轻老人缝衣、做饭。面对棘手的问题时，他们
不像以前“抹不开面子”，会直接找福起“反映问题”。福起说“能解决就马上解决，不能就晚点
解决，能解决一个算一个”。水村安置点逐渐成为本村的“小中心”，联通了茶叶产业、经济交换、
互助网络等多个环节。

四、共振式增能与构建农村养老共同体

水村案例提供了构建农村养老共同体的经验，不仅印证了在增能视角下构建共同体的可能性，

并且其“共振式”的运作逻辑极大地丰富了增能理论的内涵。
( 一) 养老共同体的生成逻辑分析

图 2 水村与清村的养老共同体生成过程

水村养老服务改革分为三个阶段( 图 2 ) 。
第一阶段采取了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分散性的
补助转化为专业服务。虽然补助的指向更加精
准，看似锚定了老人的需求，但实际上是一种
“被动式服务”，并没有按照老人实际需求采取
不同匹配策略，因此对于共同体的生成并没有
产生显著效果。第二阶段采取了集中化的服务
改革。这与大多数农村所采取的院舍式养老或
为老人提供一个活动场类似，虽然在方式上有
所改进，也增进了老人之间交流的可能性，但由
于缺乏一个能够包容不同地域老人的、实现内
部有机互动的组织，这一阶段的集中化改革流
于形式，效果不佳。第三阶段是共振意义上的增能实践，即在专业评估老人需求的基础上，为老人
提供活动空间，鼓励老人适度参与农业生产。这不仅产生了互助的效果，还改善了老人的生活状
态，使得老人更加积极地评价自我、参与实践。

与此相比，清村的改革只停留于水村的第二阶段，并没有形成共振式的运转机制，导致优质的
服务成为部分老人生活的“枷锁”。同时，改革也导致养老服务的门槛被拉高，服务费用提高，服务
的普惠性降低，养老的公共属性被削弱。

通过分析水村养老共同体模式，不难发现其中的几个核心要素: 一是人力，村领导和村民重视
本村养老服务，积极参与志愿活动，为养老共同体建设增加了人力资本; 二是资源，村集体的田地资
源适度向养老服务倾斜，拓宽了共同体的创收渠道; 三是技术，社会组织的介入无疑起到了关键作
用。三个要素的良性共振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由此，本文提出“共振式增能”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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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村委为主导力量，以村民为参与主力，

以村集体资源为资本，专业组织介入，通过购买服务、集中养老、劳动赋权等综合方法，形成集生产、
生活和互助功能的养老共同体的策略。

( 二)“共振式增能”的深层机理分析
传统的增能方式存在一些局限: 个人主动模式虽然能帮助个人更好地适应环境，但缺乏对个体

与集体关系的探讨; 外力推动模式可能会构建一个制度化和标准化的集中养老模式，但缺乏对内生
动力的反思; 社群模式是理想化的形式，但缺乏具体的实践基础。同时，三种方式之间也缺乏互动
与整合。“共振式增能”是三种传统增能方式的整合性实践。“共振式增能”更加强调增能的过程
视角，即认为增能并不是时序的“单向”过程，而是从“资源输入”到“资源网络”再到“资源内生”的
过程，其中主要包含资源自主性、权力自主性与关系自主性三个因素。

上述三个因素描绘了个体与共同体间的共生、共存与互动关系。调动资源自主性，即让主体获
得自身所需的各种经济资源、政治资源与信息资源等。如水村村委让老人获得村集体的经济资源、
集中养老的空间资源、红十字会的专业资源、社会的志愿资源等。增强权力自主性，即在资源自足

图 3 水村“共振式增能”的养老共同体

的基础上，培养个体支配资源所必备的使用能
力、选择能力与分配能力。如水村配给老人田
地，让老人获得田地的使用权与收益权，并让老
人在劳作和交换过程中产生自我价值感和效能
感。激活关系自主性，即拓展个体向外发展的
社会关系网络，盘活资源再生产渠道。如水村
老人在种植茶叶和蔬菜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关
系，这种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相互交织，形成了
互敬、互助、互爱的水村养老共同体文化。三个
因素之间也存在转化机制( 图 3 ) ，资源自主性

是权力自主性与关系自主性的前提，而权力自主性与关系自主性之间的横向互构，使得被动的资源
输入转为主动的资源再生。

( 三)“共振式增能”构建农村养老共同体何以可能
“共振式增能”是一种落实政策、培育组织与实施专业技术的策略，与我国农村当前的政策背

景和资源现状具有较高的适配性。一是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有利于全社会进一步
凝聚共识，调动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力量，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二是乡村振兴为农村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带来机遇，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态宜居，都为农村养老服务发展
提供了新动能。三是我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可以通过适度调整土地资源，为农村老人增能
提供物质基础。四是大部分农村老年群体的经济资源和政治机会匮乏，迫切需要提升其内在价值
感与效能感，使其与社会环境积极互动。

以“共振式增能”方式构建农村养老共同体，首先，要将增能机制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塑
造新型农村老龄社会关系。其次，要加强增能机制与养老需求的精准化匹配，进一步提升养老资源
配置的精准度。最后，专业方法需要有机嵌入农村的养老服务，发挥其在主体增能、优势发掘、协调
关系等方面的专业价值。

五、结论与讨论

( 一) 结论
基于增能理论视角，结合水村与清村案例的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首先，当前农村养老资源配置的效果存在明显差异。类似于水村的资源组合具有整合与动员

的功能，可以达到“1 + 1 ＞ 2”的效果; 而类似于清村的资源组合却存在“供需错配”问题，且面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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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化”“共同体凋敝”等养老危机。
其次，当前农村养老共同体的生成机制存在优劣之分。在相似的资源条件下，水村的“共振式

增能”更能满足多元化的养老需求，更能调动个体自发性，明显优于清村的“集中式”养老，其表现
是水村比清村拥有更高的养老服务评价。

再次，“共振式增能”是水村构建养老共同体的秘诀。水村案例彰显了“共振式增能”的优势:

融合“个体主动模式”“外力推动模式”与“社群模式”等西方增能方法，同时嵌入了政策红利因素、
志愿服务系统与专业方法等本土特色。

最后，“共振式增能”对于农村养老共同体的生成具有现实意义。“共振式增能”可以作为乡村
养老共同体建设的典型案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通过“共振式增能”构建乡村养老服务共同
体的策略，能有效破解部分农村空心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足、部分养老需求
难以满足等实际问题。

( 二) 讨论
“共振式增能”是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重要实践，它契合了当前社会工作理论“社会性”与

“本土化”这两大转向。两大转向的核心在于将人及其所处环境视为一个总体性的“共同体”，它既
要考虑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社会心理等宏观环境，也要考虑人的需求、生命历程、社群特征、文化与
地域等具体情境。基于此，“共振式增能”一方面弥补了增能理论在养老领域的空白，突破了“只有
弱势群体才能被增能”的单一视角; 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养老领域的分析框架，为当前主流的“国
家—社会—家庭”养老共担框架打开了理论发展的窗口。

在当前的养老政策实践中，“共振式增能”也提供了新的实践思路。“共振式增能”将西方发达
国家养老共同体的优秀经验转化为中国本土经验。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农村而言，通过“共振式增
能”构建“乡村养老共同体”具备一定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这一方面是因为在需要被照顾的农村
老人之中，很大部分仍具有劳动、互助、交换等方面的巨大潜力，但这些潜力需要被进一步挖掘; 另
一方面，“共振式增能”为国家的乡村振兴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宏观战略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实
践方法，在微观层面构建起面向农村大众、低成本与低门槛、方便可及的互助性养老服务体系，由此
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养老共同体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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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mpowerment”: The Practice Logic of Community
for the Ｒural Elderl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Shui Village and Qing Village

MA Fengzhi WANG Yina

Abstract Ｒural aging has brought great impact and challenge to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tional Stra-
tegic Plan for Ｒural Vitalization ( 2018-2022) issu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gards“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mutual
aid in rural elderly service”as the basic link to bridge the weak links in people’s livelihood，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 as well as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rural 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Empowerment Theory”，this pa-
per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practice of the reform practice of rural elderly service in Shui village and Qing village in X
County based on demand of the rural elderly，and summarizes the new community construction mode of“Co-Empowerment”
from the case of Shui village，so as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rural elderly care．
Keywords Co-empowerment; Ｒural; Elderly servic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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